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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国家高度重视服务型制造试点工作,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

展。 现有研究聚焦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市场因素对制造企业服务绩效的影响,对试点政策因素的促进作用缺乏关注。 以浙

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分别于 2017 年和 2018 年公布的第一、第二批服务型制造试点企业名单为基础,选取包含试点企业在内

的浙江省 200 家具有服务特征的上市制造企业 2013—2019 年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分析,检验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对企业

服务绩效存在的影响。 研究发现,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的实施对制造企业服务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并且理论上

试点带来的企业声誉可能会进一步增强这种提升作用。 此外,试点政策对服务绩效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其净影响随着试

点政策的持续而不断加强。 具体表现为从试点第一年到试点第三年,企业服务绩效提升速度逐年提高。 研究结论有效验证

了浙江省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实施效果,为我国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的制定、实施与改进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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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学者们对于过早或过快“去工业化”、经济结构脱实向虚提出担忧[1-2] 。 事实上,制造业是国民

经济命脉的基础,只有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才能促进服务业持续健康成长[3] 。 因此,发展服务业的政策

不能仅就服务业考虑服务业,还要考虑到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才能实现制造业与服务

业的相互促进。 在产业融合浪潮下,我国逐渐聚焦以制造为基础的服务型经济政策导向,制定了一系列服

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其主要的政策目标是针对服务型制造发展存在的问题,通过支持与培育服务型制造示

范企业、示范项目等,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4] 。 这属于一种渐进性政策,通过试点的方式从特殊性中总结

普遍性,并逐渐提高政策的广泛适用性。 因此,试点政策最初实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明确服务型制造试

点政策是否提升了制造企业服务绩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已成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然而,成功转型也绝非易事。 经

验证据表明,制造企业进行服务化转型有可能产生高绩效,但有时也会导致绩效的下降,陷入“服务化困

境” [5-7] 。 相关学者关于从资源禀赋[8] 、关系营销[9] 、竞争强度[10] 、组织结构[11] ,以及行业生命周期[12] 等方

面进行了广泛研究,以期解构服务化与绩效间复杂关系。 但较少关注外部产业政策对制造企业服务化行为

及其经济效应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最新研究已经开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13] 、增值税改革等不

同产业政策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影响[14-15] ,为本文量化分析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是,由于服务型制造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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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为近几年颁布,制造企业服务绩效是否直接受到“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二、文献述评与理论假说

(一)文献述评

服务型制造①是制造与服务相融合的新产业形态,制造企业通过不断增加服务业务,并逐步将服务作为

价值增值主要来源,有利于延伸和提升价值链、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方向[16] 。 基于产品服务系统(product
 

service
 

system,PSS)视角,Tukker[17] 将服务化行为细分为产品导向

服务、使用导向服务、结果导向服务。 在此基础上,Baines 等[18]将服务业务进一步归纳为聚焦于产品提供的

基础服务、聚焦产品保养的中级服务,与聚焦提供高性能产品服务能力的高级服务。 从基础服务到高级服

务,制造企业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使制造企业与其产品用户都能从中获利,实现双赢。
在服务型制造概念及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先前研究聚焦促进制造企业服务绩效提升的内外部因素,从

资源禀赋、关系营销、竞争强度,以及行业生命周期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以期解构服务化与绩效间复杂

关系。 例如,Ulaga 和 Reinrtz[9]基于案例研究方法,识别并探究了制造商提供混合产品独特的资源和能力,
及其对混合产品成功的影响。 Visnjic[10]深入探讨了熊彼特环境与非熊彼特环境下,制造企业不同的服务类

型选择,对制造企业服务绩效的积极影响。 这些研究对于促进制造企业避免“服务化困境”,成功实现转型

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相较于内部因素研究,现有研究对外部因素的关注更少,特别是,制造企业服务绩

效是否直接受到“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最新研究已经开始探讨产业政策对制造企业服务化行为与经济效应的影响。 其中,聂飞[2] 以法规规章

数量整体度量产业政策,实证结果支持产业政策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企业服务化。 也有学者以“营改增”作为

准自然实验,结果表明增值税改革政策对制造企业服务绩效提升的促进作用,及其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特

征的差异化影响[15] 。 而仝文涛和张月友[13] 则从国家产业开放政策实施角度,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

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服务化。 总的来说,上述研究成果丰富了政策视角下的服务化研究,但是研究

主要关注的并非特定于促进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产业政策,难以针对中国服务型制造发展存在的问题对

症下药,支持其高质量发展。
 

(二)理论假说

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地方相关部门为推动制造强国建设,制定的一系列以选取

若干主体(企业、项目、平台、城市)实施服务型制造试点示范为主要特征的行动指南和指导意见。 服务型制

造试点政策不仅为试点企业带来了政府专项补助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资源,又为企业带了来了声誉等

无形资源[19] 。 一是随着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的落实,政府不仅为试点企业直接提供专项补助,而且通过税

收、土地、人才等政策的组合实施,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服务化转型;二是通过政策试点建设服务型制造标杆

企业,帮助试点企业树立良好形象,提高企业声誉,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20] ,间接带动制造企业服务化

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事实上,自 2016 年《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指南》以来,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在促进

中国服务型制造企业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1] 。 具体地,本文认为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在宣传推广服务

型制造理念的基础上,通过提供一系列实物资源和无形资源直接或间接促进了制造企业服务绩效的提高。
试点政策为制造企业树立自身声誉,打造品牌形象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展示机会,以更好地捕获内部员

工、客户、政府、供应商、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信任[22] ,为企业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内外部发展环境。 政府

通过服务型制造示范遴选和评估工作,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标杆企业的挑选,申报企业需要经过一系列科学、
严谨的评选,才能成为试点企业。 然后在官方网站上进行名单公示,进一步提高评选公正性与说服力。 试

点企业从严选中脱颖而出,并通过政府官网进行公布,从而获得官方声誉。
 

官方声誉可以极大节省企业声誉

建设开支,同时为企业的声誉建设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23] 。 良好的信誉向市场释放企业经营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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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外研究多用“服务化”来描述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现象。 本文认为服务型制造是服务化过程的结果。 因此,对这两个概念不作严格的

区分。



积极信号,获得利益相关者更大的信任,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强化制造企业增加服务要素投入的意愿与能

力,从而能够优化企业供给体系,提升制造业企业服务化绩效[24] 。
基于此提出本文假设:
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能够促进制造企业服务绩效的提升(H1)。
政策通常具有一定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25] 。 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能够持续稳定的促进服务要

素的有效供给,推动服务型制造模式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通过破除要素流动障

碍、缓解制造企业融资约束,实现制造企业价值链的延伸[26] 。 具体而言,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通过强调全面

落实支持制造企业发展服务型制造的税收、金融、土地、人才等一体化政策体系,可以打破要素流动的市场

壁垒,促进优质服务要素自由流动,提高制造企业获取优质服务化要素的可能性[27] 。 尤其是政府提供的专

项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实打实的支持,直接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问题。 在提供服务业务的同时,有充足的

资金用于提高核心产品的技术水平,实现“服务”与“制造”相互促进[28-29] ,稳步推进服务型制造发展模式,持
续提高服务绩效。 此外,试点政策形成的企业声誉对服务绩效的影响具有延迟性和累积性,随着时间的推

移,试点政策对企业服务绩效的影响会逐步加强[30] 。
基于此提出本文假设:
随着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实施的持续,制造企业服务绩效逐渐增强(H2)。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相较于评估政策效应的其他传统方法,双重差分法(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DID)对模型的构建更加合

理,现已成为评估政策效应的主流方法[31-32] 。 传统政策评估方法仅对政策是否实施这单一虚拟变量进行考

察,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影响;双重差分法则是基于准自然实验,设置三个虚拟变量,能够有效克服样本自选

择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双重差分法的基本思想是,构造反映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双重差

分统计量,比较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以体现政策效果的强弱。 本文通过构建双重差分计量模型,测度服务

型制造试点政策实施前后以及实施时间长短对企业服务绩效变动的影响。
该方法的关键在于双重差分计量模型的构建,即:

DID = ΔY
-

T - ΔY
-

C = (Y
-

T,t1 -Y
-

T,t0) - (Y
-

C,t1 -Y
-

C,t0)
      

(1)
其中:Y 为被预测变量;T 为处理组,即是试点企业;C 为对照组,即非试点企业;t0 为试点政策实施事前时期;
t1 为试点政策实施事后时期。

在双重差分计量经济模型中,设置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的类别虚拟变量 Pilot,以及时间虚拟变量 Post。
将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的 Pilot 和 Post 进行交互,从而得到体现政策实施效果的交互项变量 Policy。 基于

此,仅当 Pilot 与 Post 取值均为 1 时,Policy 值才为 1。 除此之外均为 0。 此外,计量模型中设置 Others 综合变

量,表示控制变量的总和。 由此,在双重差分模型中可以存在四组研究样本:政策实施前的试点企业(Pilot
 

= 1,Post= 0),政策实施后的试点企业(Pilot
 

= 1,Post = 1);政策实施前的非试点企业(Pilot
 

= 0,Post = 0),政
策实施后的非试点企业(Pilot

 

= 0,Post= 1)。 由此,本文构建的双重差分计量经济模型如式(2)所示。
Serviceit =α0 +α1Pilotit +α2Postit +α3Policyit +γ1Othersit +λ t +σi +εit

  (2)
其中: Serviceit 为因变量,表示第 i家企业在第 t年的服务绩效增长水平; α0 为试点前初始绩效均值; Pilotit 为
分组虚拟变量,试点企业赋 1,非试点企业赋 0; Postit 为时间虚拟变量,试点及以后赋 1,试点前赋 0; Policyit

 为 Pilotit 和 Postit 的交互项,又称双重差分估计量;其估计系数 α3 为试点政策对企业服务绩效的净效应;
Othersit 为控制变量; λ t 为时间固定效应; σi 为地区固定效应; εit 为其他随机干扰项。

 

从式(2)可知,服务型制造企业在试点实施之后的服务绩效的变化为 α2 + α3。 因此,试点政策的净影响

为 α2+ α3 -α2 =α3,即交互项的系数。 如 α3 为正值,表明试点政策有正向效果;如 α3 为负值,表明试点政策具

有负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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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选取及测度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制造企业的服务绩效(Service)。 我国制造企业普遍未对服务业务收入

或实施服务化转型盈利情况进行专门统计或披露,因此,本文主要采用经营范围分析法,以制造企业年报中

向外公布的经营范围信息为基础,并对其中涉及的服务业务进行统计测度。
具体地,本文从服务广度与服务深度两个维度出发衡量服务绩效。 对企业年报中披露的服务业务进行

统计,并参考 Baines[18]的维度划分,将服务类型分为基础服务、中级服务、高级服务三大类(见表 1)。 不同

服务类型的服务深度和属性是不同的,其中基础服务服务化水平最低,高级服务服务化水平最高,中级服务

的服务化水平则居于两者之间[34] 。 因此,制造企业的服务绩效表现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衡量,一方面

是所提供服务业务种类的广度,具体表现为企业提供的服务业务的类型数;另一方面是所提供服务业务的

深度,具体表现为企业提供的服务业务的水平高低。 本文在 Homburg
 

、Neely 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合拓展,
以企业所提供服务业务类型的数量衡量服务广度,以企业所提供服务业务的水平衡量服务深度,并根据服

务水平对每一服务业务种类赋予不同的权重,作为服务深度指数[35-36] 。 具体操作为,基础服务的深度指数

为 1,中级服务的深度指数为 2,高级服务的深度指数为 3,然后对服务数量和服务深度进行加权,计算出企

业当期的服务绩效,如式(3)所示。
Serviceit =NBasic

 

it + 2NMediate
 

it + 3NAdvanced
 

it
              (3)

其中:第 i 家企业在 t 时期的服务绩效为 Serviceit (加权所得);企业提供基础服务的数量用 NBasic 表示,提供

中级服务的数量用 NMediate 表示,提供高级服务的数量用 NAdvanced 表示(基于表 1 中 14 种服务种类);根据不同

的服务深度,进行服务深度赋值,其中基础服务深度赋值为 1,中级服务深度赋值为 2,高级服务深度赋值为

3,(基于表 1 中三种服务深度)。
基于表 1 服务模式分类以及式(3)服务绩效测量表达式,计算制造企业的服务绩效。 首先对样本企业

公开可用的数据进行收集,如企业年报、官网公开信息等;然后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文本分析,梳理出样本

企业涉及服务化行为的信息,根据服务深度对服务行为进行业务分类,并对每一服务深度中的服务业务数

量进行统计,并对服务数量进行独立编码,核对后再进行独立评分,对有分歧的项目通过充分讨论后进行重

新评分和纠正;最后加权计算出样本企业的服务绩效。
本文以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时间虚拟变量、政策和时间的交互项为解释变量。
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Pilot)———类别(处理组)虚拟变量,对试点企业(处理组)和非试点企业(对照

组)进行赋值。 对照 2017 年和 2018 年浙江省经信委公布的发展服务型制造试点企业名单,试点企业赋 1,
非试点企业赋 0。

时间变量(Post)———时间虚拟变量,服务型制造试点当年及以后各年都赋 1,否则为 0。

表 1　 制造企业服务模式分类

服务深度 定义 服务种类 关键词描述

基础服务
(basic

 

service)
提供产品
(聚焦于产品提供)

销售服务 提供产品 / 装备 / 零部件分销、批发零售、国际贸易等

物流及运输服务 装卸、搬运、仓储、运输等

安装与调试服务 安装、调试等

中级服务
(mediate

 

service)
维护产品状态
(聚焦于产品维护)

维修与保养服务 定期保养、维修、维护、检测、售后服务等

咨询服务 产品咨询、市场咨询、经营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等

培训服务 产品使用培训、技术培训、员工培训、管理培训等

租赁服务 产品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房屋租赁、融资租赁等

高级服务
(advanced

 

service)

通过产品性能传递的
能力, 包括支持产品
的服务、 支持客户的
服务

技术服务 技术研发、设计与开发、技术支持、技术推广、技术转让等

代理服务 中介服务等

运营外包及管理服务 产品外包、项目外包、代运营、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等

金融服务
投资与资产管理、股权投资、证券投资、资本运作、供应链金融、
为客户和分销商提供融资服务、投资、保险等

数据化服务 数据分析、数据安全服务、物联网服务、互联网信息处理服务等

平台服务 平台构建、云平台服务等

整体解决方案 系统集成服务、集成方案设计、一站式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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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互项(Policy)———交互虚拟变量,Pilot 和 Post 的交互项,乃核心解释变量。 表示试点政策对处理组和

对照组的最终影响。
本文主要研究试点政策对企业服务绩效的影响,需对影响企业服务绩效的其他因素进行控制,将净资

产收益率、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企业研发投入、股权性质、企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 选择合理的控制变量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内生性问题,使最终的检验结果更加精准。
(1)净资产收益率(Roe):用可供普通股东分配的净利润与平均普通股东权益的比值百分数表示,是衡

量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制造企业进行服务化转型就是为了增强自身长期盈利能力。
(2)资产负债率(Leverage):期末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百分数,反映了企业财务管理水平,是衡量

企业经营健康状况的一个主要指标。
 

(3)企业规模(lnSize):通常认为,企业规模越大,其能调动的资源越充裕,越有利于推动服务化战略的

开展,从而获得更好的服务能力和服务绩效[37] 。 同时,企业规模也反映了企业管理和规范化程度,影响企业

投入服务要素的配置效率。 规模大的企业更容易在政策等多方面获得外部支持和倾斜,并可能对企业绩效

提升有所影响。 选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衡量。
(4)企业年龄(Age):随着企业年龄的逐渐增长,企业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能力逐渐变强,具备更强的变

革意愿,能够更好地适应外部激烈的竞争环境,愿意通过变革取得更好的企业绩效[33] 。 选用企业成立年限

衡量。
(5)企业研发投入(RnD):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有利于提高自身竞争力,进而获得更好的绩效表现[38] 。

以财务报表中披露的研发费用衡量。
(6)股权性质(Ownership):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对政策的敏感度更高[39] ,具有更强的政策优先

倾斜等获取优势资源的能力。 因此,将股权性质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将样本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

业两类。
(三)样本选取及数据处理

本文选择浙江省上市企业中提供服务业务的制造企业 200 家,包括处理组企业 37 家,对照组企业 163
家。 在处理组的选择过程中,在 2017 年和 2018 年浙江经信委发布的两批共计 109 家浙江省服务型制造试

点企业的基础上,挑选上市公司并考虑政策效应评估模型的数据要求,最终得到处理组企业 37 家。 选取

2013—2019 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得到
 

1346
 

条样本数据。
在对照组的选择上,选取成立年限在 10 年以上,并且是浙江省区域范围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制造企业,进一步筛选出具有服务型制造转型特征的企业,然后按如下规则剔除:①剔除已

被评选为政策试点的企业;②剔除数据披露不完整,或存在极端值的企业;③剔除特别处理(ST)与有退市风

险(∗ST)类企业;④剔除企业存续但经营异常的企业。 此外,选择和处理组中处于相同行业的企业(主要是

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

业等),以使对照组和处理组更加匹配,最终得到对照组企业 163 家。
主要要通过各企业官网、企业公众号、Wind 数据库、新浪财经网、中国经济信息网等渠道进行数据采集,

在 Excel 软件中进行数据整理过滤后,用 Stata
 

15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与实证检验。
首先对各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VIF 检验),确保模型检验结果的可信度。 经检验,最大的

VIF 为变量 Policy 是 1. 78,VIF 的均值为 1. 35,远低于 10 的评价标准,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然后对

变量间的关系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2。

表 2　 相关性分析

变量 Policy Pilot Post Service Roe Leverage LnSize Age RnD Ownership
Policy 1
Pilot 0. 583∗∗∗ 1
Post 0. 291∗∗∗ -0. 036 1
Service -0. 108∗∗∗ -0. 050∗ -0. 367∗∗∗ 1

141

李靖华等:
 

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对企业服务绩效的影响
 



续表

变量 Policy Pilot Post Service Roe Leverage LnSize Age RnD Ownership
Roe 0. 017 0. 150∗∗∗ -0. 237∗∗∗ 0. 030 1

Leverage 0. 034 0. 098∗∗∗ -0. 069∗∗ -0. 098∗∗∗ -0. 006 1
LnSize 0. 141∗∗∗ 0. 087∗∗∗ 0. 292∗ -0. 139∗∗∗ -0. 266∗∗∗ 0. 141∗∗∗ 1
Age 0. 069∗∗ -0. 018 0. 260∗∗∗ -0. 137∗∗∗ -0. 122∗∗∗ 0. 018 0. 220∗∗∗ 1
RnD 0. 028 0. 000 0. 132∗∗∗ -0. 014 0. 032 0. 091∗∗∗ 0. 459∗∗∗ 0. 099∗∗∗ 1

Ownership 0. 002 -0. 032 0. 011 -0. 000 -0. 091∗∗∗ 0. 188∗∗∗ 0. 109∗∗∗ 0. 021 -0. 003 1

　 注:∗∗∗ 、∗∗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四)倾向得分匹配分析(PSM)
为解决样本选择偏差带来的内生性影响,本文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通
过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评估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的效应。 PSM 的原理是对影响处理组样本未

来趋势的特征进行挑选,并在对照组中寻找与这些特征相近的样本进行匹配,从而过滤出符合共同趋势假

设的可用样本,以避免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40-41] 。 本文采用学术界使用最为广泛的最邻近匹配方法进行研

究。 在实施倾向得分匹配之前,需要将处理组的主要特征作为匹配标准,本文以净资产收益率(Roe)、资产

负债率(Leverage)、企业规模(lnSize)、企业年龄(Age)、企业研发投入(RnD)这 5 个指标作为匹配变量。
由于 PSM 是根据样本各匹配变量进行匹配的,因此匹配后两组样本均值差异会大幅降低。 为保证进行

样本匹配后,两组的匹配变量间没有显著差异,需要进行平衡性检验(表 3)。 在平衡性检验后,标准差差异

显著减小且处于共同支持范围以内,其中偏差百分比匹配后均<10%,同时,假设控制组与处理组无系统性

差异,匹配后 P>0. 05 或 | t | <1. 96,即无法拒绝原假设,通过平衡性检验。 即进行匹配之后的样本符合接下

来双重差分研究的共同趋势假设前提。

表 3　 倾向得分匹配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匹配否 处理组 对照组
偏差百分比
占比(%)

减少绝对
偏差占比(%) t P

Roe
未匹配 0. 125 0. 083 35. 3
匹配 0. 125 0. 118 6. 1

82. 7
3. 20 0. 001
0. 56 0. 577

Leverage
未匹配 0. 395 0. 363 20. 4
匹配 0. 395 0. 407 -7. 5

63. 3
1. 89 0. 058

-0. 58 0. 563

lnSize
未匹配 22. 021 21. 709 32. 8
匹配 22. 021 22. 041 -2. 1

93. 5
3. 27 0. 001

-0. 16 0. 871

Age
未匹配 18. 064 17. 048 11. 0
匹配 18. 064 18. 427 -3. 9

64. 2
1. 56 0. 120

-0. 27 0. 788

RnD
未匹配 1. 300 1. 200 2. 5
匹配 1. 300 1. 300 2. 3

7. 0
0. 20 0. 842
0. 33 0. 742

(五)平行趋势检验

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是运用双重差分法的必要前提,有必要检验在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实施前,处理组

与对照组企业服务绩效是否存在明显差异,若不存在明显差异,则满足假设条件,交互项 Policy 才是有效的

处理效应。 本文分别采用绘图法和回归分析法两种方法进行检验,以提高检验的可靠性。
1. 绘图法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采用 Stata15 软件,绘制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实施之前的

处理组和对照组企业服务绩效。
图 1 中的实线为处理组服务绩效变动趋势,虚线为对照组

服务绩效变动趋势,可以明显地看出,虽然两组企业的服务绩

效变化趋势存在轻微波动,但整体上表现为相互平行的走势,
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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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归分析法

本文借鉴事件研究法,来考察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与对照组服务绩效是否存在差异。
以 2017 年试点政策实施当年为基准组,试点政策实施前三年 2014—2016 年生成三个年份虚拟变量,与处理

组虚拟变量形成三个交互项,对其显著性给予探究。 若其不显著,即说明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服

务绩效不存在明显差别,也不存在时间上的异质性趋势,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具体做法为,首先加入一组时间趋势变量,例如,政策冲击前两年设置变量 Before2 = 1,其他年份为 0;冲

击当年 current= 1,其他年份为 0;冲击后一年 After1 = 1,其他年份为 0,依此类推。 然后同自变量、协变量一起

进行回归,检验时间趋势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如果交叉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则说明双重差分模型满足平行

趋势假定。 在表 4 的检验结果中,政策实施前三年年份虚拟变量与处理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before_3、
before_2、before_1 的系数均不显著,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表 4　 平行趋势检验的回归结果

协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 P> | t | 95%
 

置信区间起点 95%
 

置信区间终点

Year 0. 427 0. 054 7. 930 0. 000 0. 322 0. 533
before_3 0. 497 1. 099 0. 450 0. 651 -1. 661 2. 655
before_2 -0. 311 1. 066 -0. 290 0. 770 -2. 405 1. 782
before_1 -0. 266 1. 021 -0. 260 0. 795 -2. 271 1. 739
current 0. 699 1. 010 0. 690 0. 489 -1. 284 2. 682
after_1 2. 047 0. 998 2. 050 0. 041 0. 087 4. 007
after_2 2. 472 1. 004 2. 460 0. 014 0. 501 4. 443
Year
2014 -0. 273 0. 324 -0. 840 0. 399 -0. 909 0. 362
2015 0. 290 0. 290 1. 000 0. 318 -0. 280 0. 859
2016 0. 410 0. 263 1. 560 0. 119 -0. 106 0. 925
2017 0. 302 0. 233 1. 290 0. 196 -0. 156 0. 760
2018 0. 034 0. 234 0. 140 0. 886 -0. 426 0. 493
2019 -0. 077 0. 037 -2. 070 0. 039 -0. 150 -0. 004
_cons -854. 931 108. 696 -7. 870 0. 000 -1068. 324 -641. 537

　 注:before_3、before_2、before_1 分别为政策冲击前三年、前两年、前一年的年份虚拟变量与处理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其显著性为该部分重点
关注项;current 为基准年,即试点冲击当年;after_1、after_2 分别为政策冲击后 1 年、2 年的年份虚拟变量与处理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四、实证研究

(一)基本回归结果

本文采取固定效应模型,逐步添加控制变量。 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对企业服务绩效的净效应回归结果

见表 5。 Policy 作为类别虚拟变量 Pilot 和时间虚拟变量 Post 的交互项,其系数反映出试点政策对企业服务

绩效的影响作用。 若 Policy 系数为正,则表明试点政策有利于促进企业服务绩效的提升;若 Policy 系数为

负,则表明试点政策会阻碍企业服务绩效的提升。
在模型 I 中,仅加入了类别虚拟变量 Pilot、时间虚拟变量 Post 以及两者的交互项 Policy 三个构成倍差法结

果的主要变量,表 5 中没有显示 Pilot 和 Post。 由模型(1)可知,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对企业服务绩效的估计系数

为 2. 517,并且统计意义上十分显著。 但模型 I 仅仅使用 OLS 进行了基本回归,没有加入众多控制变量以及控制城

市和时间的固定效应。 同时,常数项十分显著,t 值很大,印证实证系数存在偏差,模型中存在未观测到的变量或时

间异质性效应。 总之,该系数仅简易论证了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对企业服务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在模型 II、模型 III、模型 IV 和模型 V 中,逐渐加入其他控制变量,虽然此时 Policy 的系数有所下降,但仍

然显著为正。 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无论是控制城市固定效应还是年份固定效应,Policy 的估计系数始终

显著为正,与最初的理论设想相一致。 由此说明,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的实施有效促进了试点企业的服务

绩效,在试点政策的激励下,制造企业会加大对服务化转型的投入,促进企业服务绩效的提高,开拓了制造企

业未来发展空间,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产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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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试点阶段动态效应检验

变量 模型 VI 模型 VII 模型 VIII

Policy 0. 752∗∗

(1. 784)
1. 407∗

(1. 378)
1. 713∗

(1. 430)

Roe
-1. 545

(1. 140)
-1. 496

(1. 130)
-1. 473

(1. 136)

Leverage
-1. 732

(1. 161)
-1. 682

(1. 159)
-1. 736

(1. 159)

LnSize 0. 949∗∗∗

(0. 203)
0. 932∗∗∗

(0. 204)
0. 946∗∗∗

(0. 203)

Age 0. 078∗∗∗

(0. 021)
0. 079∗∗∗

(0. 021)
0. 078∗∗∗

(0. 021)

RnD
-5. 200

(3. 900)
-5. 040

(3. 920)
-5. 220

(3. 920)

Ownership 0. 687
(0. 517)

0. 663
(0. 517)

0. 683
(0. 516)

Constant -13. 870∗∗∗

(4. 109)
-13. 470∗∗∗

(4. 126)
-13. 790∗∗∗

(4. 124)
R2 0. 146 0. 149 0. 147

样本数 1346 1346 1346
年份虚拟 是 是 是

城市虚拟 是 是 是

　 注:模型 VI 为试点第一年政策对企业服务绩效的估计结果,模型
VII 为试点第二年政策对企业服务绩效的估计结果,模型 VIII 为试
点第三年政策对企业服务绩效的估计结果;

 

括号内为标准误;
 

 ∗∗∗ 、∗∗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表 5　 双重差分模型的计量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II 模型 IV 模型 V
Policy 2. 517∗∗(1. 098) 2. 200∗∗(1. 070) 2. 231∗∗(1. 107) 1. 908∗(1. 084) 1. 959∗(1. 130)
Roe -1. 026(1. 052) -1. 085(1. 087) -1. 524(1. 098) -1. 521(1. 133)

Leverage -0. 804(1. 184) -0. 799(1. 191) -1. 650(1. 152) -1. 658(1. 157)
lnSize 0. 943∗∗∗(0. 198) 0. 924∗∗∗(0. 199) 0. 943∗∗∗(0. 202) 0. 925∗∗∗(0. 203)
Age 0. 090∗∗∗(0. 022) 0. 086∗∗∗(0. 022) 0. 083∗∗∗(0. 020) 0. 079∗∗∗(0. 021)
RnD -2. 150(3. 590) -2. 120(3. 610) -4. 880(3. 900) -4. 890(3. 910)

Ownership 0. 391(0. 561) 0. 425(0. 565) 0. 627(0. 512) 0. 659(0. 517)
Constant 6. 570∗∗∗(0. 240) -14. 890∗∗∗(4. 029) -15. 000∗∗∗(4. 057) -13. 320∗∗∗(4. 107) -13. 310∗∗∗(4. 078)

R2 0. 037 0. 085 0. 089 0. 147 0. 149
样本数 1346 1346 1346 1346 1346

年份虚拟 否 否 是 否 是

城市虚拟 否 否 否 是 是

　 注:模型 I~模型 V 为核匹配;模型 I 是不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 II 是加入全部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 III 控制时间固定效应;模
型 IV 控制城市固定效应;模型 V 控制双向固定效应;括号内为标准误;

 ∗∗∗ 、∗∗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上述结果基本证实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设 H1,即较非试点企业来讲,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对

试点企业的服务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二)动态效应检验

然后检验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对企业服务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时间上的动态变化。 通常政策的实施

效果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延迟性和累积性。 随着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实施的不断深入,政策体系将逐渐完

善,对企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强。 因此,为了探索试点政策对企业服务绩效的影响是否会随着政策实施而

逐渐增强,本节设置了“试点第一年”“试点第二年” “试点第三年”虚拟变量。 “试点第一年”仅在样本企业

开始试点第一年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依此类推。
结果见表 6,模型 VI、模型 VII、模型 VIII 分别考察了“试点第一年”“试点第二年”“试点第三年”试点政

策对企业服务绩效的影响。 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

Policy 分别为 0. 752、1. 407、1. 713,各年的试点政策都

对企业服务绩效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且随着政策的持

续实施,其交互项系数不断变大,即试点政策对企业服

务绩效提高的促进效应越来越强。
上述结果基本证实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设 H2,即服

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对企业服务绩效的提升存在动态影

响效应,且影响朝着预期的方向不断深化。
(三)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实证估计结果不随参数或模型设定的改变

而发生较大改变,需要替换数据指标和变换匹配方式

进行估计的稳健性检验。 第一,替换核心被解释变量

服务绩效的衡量指标。 对于制造企业服务绩效指标的

测量,国外研究中通常是将服务性收入与总收入的比

值作为衡量指标。 但是我国制造企业并没有专项统计

和披露服务业务收入,其数据难以从公开渠道直接获

取。 因此,我国部分学者尝试用“主营业务外收入”或

“其他营业收入”来替代服务性收入[42] 。 据此,采用主

营业务外收入与企业总收入的比值(Service1)作为服务

绩效的替代衡量指标,结果见表 7。 其中,模型 XIII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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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稳健性检验二:伪实验

变量 模型 XIV 模型 XV 模型 XVI

Policy 1. 045
(1. 885)

0. 961
(1. 388)

1. 416
(1. 158)

Roe
-1. 510

(1. 142)
-1. 500

(1. 141)
-1. 503

(1. 139)

Leverage
-1. 762

(1. 160)
-1. 744

(1. 159)
-1. 731

(1. 156)

lnSize 0. 959∗∗∗

(0. 203)
0. 954∗∗∗

(0. 203)
0. 943∗∗∗

(0. 202)

Age 0. 078∗∗∗

(0. 021)
0. 079∗∗∗

(0. 021)
0. 080∗∗∗

(0. 021)

RnD
-5. 370

(3. 910)
-5. 320

(3. 900)
-5. 190

(3. 900)

Ownership 0. 691
(0. 516)

0. 686
(0. 516)

0. 676
(0. 516)

Constant -13. 980∗∗∗

(4. 115)
-13. 910∗∗∗

(4. 111)
-13. 670∗∗∗

(4. 104)

R2 1346 1346 1346
样本数 0. 145 0. 146 0. 147

年份虚拟 是 是 是

城市虚拟 是 是 是

虚假政策年份 2014 2015 2016

　 注:
 

模型 XIV 为假设政策实施年份为 2014 年的估计结果,模型
XV 为假设政策实施年份为 2015 年的估计结果,模型 XVI 为假设

政策实施年份为 2016 年的估计结果,
 

括号内为标准误;
  ∗∗∗ 、∗∗

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表 7　 稳健性检验一: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变量 模型 IX 模型 X 模型 XI 模型 XII 模型 XIII

Policy 0. 032∗∗∗(0. 011) 0. 032∗∗∗(0. 010) 0. 024∗∗(0. 011) 0. 027∗∗∗(0. 010) 0. 020∗(0. 011)
Roe -0. 060∗∗∗(0. 015) -0. 062∗∗∗(0. 015) -0. 065∗∗∗(0. 016) -0. 066∗∗∗(0. 016)

Leverage -0. 082∗∗∗(0. 020) -0. 080∗∗∗(0. 021) -0. 091∗∗∗(0. 022) -0. 089∗∗∗(0. 023)
lnSize -0. 006∗(0. 003) -0. 007∗∗(0. 003) -0. 006∗(0. 003) -0. 006∗(0. 004)
Age 0. 001∗∗(0. 000) 0. 001∗∗(0. 000) 0. 001∗∗(0. 000) 0. 001∗∗(0. 000)
RnD 3. 230∗∗(1. 430) 3. 340∗∗(1. 430) 2. 730∗(1. 430) 2. 840∗∗(1. 420)

Ownership 0. 010(0. 012) 0. 009(0. 012) 0. 009(0. 012) 0. 009(0. 012)

Constant 0. 119∗∗∗(0. 005) 0. 298∗∗∗(0. 071) 0. 304∗∗∗(0. 071) 0. 315∗∗∗(0. 073) 0. 319∗∗∗(0. 074)
R2 0. 141 0. 166 0. 173 0. 185 0. 191

样本数 1346 1346 1346 1346 1346
年份虚拟 否 否 是 否 是

城市虚拟 否 否 否 是 是

　 注:模型 IX-模型 XIII 为核匹配,模型 IX 是不加入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模型 X 是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模型 XI 控制时间固定

效应,模型 XII 控制城市固定效应,模型 XIII 控制双向固定效应;括号内为标准误;
 ∗∗∗ 、∗∗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并进行地区和时间双向固定效应后

的回归结果,交互项 Policy 的估计系数为正。 通过替换

因变量服务绩效的衡量方式,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对

企业服务绩效的可持续增长仍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加强了主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第二,进行安慰剂检验,即证伪实验( falsification
 

test)。 假设在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实施之前存在试点

政策干预,设置三个虚拟政策年份,即 2017 年之前的

三年,即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为虚拟政策年份。
同样按照式(2)的双重差分计量模型进行回归,若三个

虚拟政策年份的交互项系数 Policy 不显著,则证明基本

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表 8 中,模型 XIV、模型 XV、模型

XVI 分别为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试点政策对服

务绩效的估计结果,其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进而加强

了本文基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第三,进行窗口宽度的改变,通过缩短所观察政

策实施的窗口期,检验试点政策对企业服务绩效的影

响。 在基本回归分析中,使用的是 2013—2019 年全

时段样本数据。 据此,重新设定政策的窗口期,在全

样本的基础上逐步从左右两侧缩短样本年限,以排除

窗口期的长短对于基本回归结果的影响。 在表 9 中

可以看到,在改变所观察政策实施的窗口期后,交互

项 Policy 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因此,窗口期的

设定并没有改变基本回归中已证实的假设。
第四,改变样本范围,即改变所选取的对照组。 在基本回归中,选取了所有的样本企业作为对照组,其

中既包含国有企业又包含非国有企业。 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因自身的特殊性质与处理组企业的特

征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在政策获取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因此,在对照组中仅保留非国有企业,得到了模

型 XXI,并未对基本回归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另外,2018 年,中国与美国发生了贸易摩擦,对当年中国整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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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稳健性检验四:
 

改变样本范围

变量 模型 XXI 模型 XXII
Policy 1. 935∗(1. 144) 2. 127∗(1. 359)
Roe -1. 856∗(1. 102) -2. 169(1. 614)

Leverage -3. 007∗∗(1. 210) -1. 874(1. 280)
lnSize 0. 881∗∗∗(0. 209) 0. 903∗∗∗(0. 235)
Age 0. 079∗∗∗(0. 022) 0. 080∗∗∗(0. 024)
RnD -3. 620(3. 690) -4. 670(5. 020)

Ownership (omitted)(omitted) 0. 849(0. 577)
Constant -12. 360∗∗∗(4. 240) -12. 840∗∗∗(4. 759)

R2 0. 141 0. 153
样本数 1211 1150

年份虚拟 是 是

城市虚拟 是 是

样本控制 剔除国企样本 剔除 2018 年观测值

　 注:模型 XXI 为剔除了全样本中国有企业样本数据后的估计结
果,模型 XXII 为剔除了全部 2018 年观测值的估计结果括号内为标

准误;∗∗∗ 、∗∗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omitted 表
示“省略”。

表 9　 稳健性检验三:改变窗宽

变量 模型 XVII 模型 XVIII 模型 XIX 模型 XX
Policy 1. 974∗∗(1. 189) 2. 067∗(1. 295) 1. 695∗(1. 351) 1. 787∗(1. 444)
Roe -1. 460(1. 151) -1. 267(1. 174) -2. 645∗(1. 493) -2. 425(1. 528)

Leverage 0. 969∗∗∗(0. 209) 1. 014∗∗∗(0. 221) 0. 977∗∗∗(0. 232) 1. 045∗∗∗(0. 249)
LnSize -1. 782(1. 211) -1. 758(1. 309) -2. 110(1. 337) -2. 137(1. 479)
Age 0. 077∗∗∗(0. 022) 0. 077∗∗∗(0. 023) 0. 070∗∗∗(0. 025) 0. 070∗∗∗(0. 027)
RnD -5. 580(3. 980) -6. 180(4. 030) -6. 590(5. 330) -7. 650(5. 450)

Ownership 0. 354(0. 541) 0. 036(0. 570) 0. 639(0. 608) 0. 284(0. 656)
Constant -13. 940∗∗∗(4. 199) -14. 420∗∗∗(4. 470) -13. 710∗∗∗(4. 660) -14. 630∗∗∗(5. 015)

R2 0. 144 0. 140 0. 141 0. 136
样本数 1159 969 965 775

年份虚拟 是 是 是 是

城市虚拟 是 是 是 是

窗口宽度 2014—2019 年 2015—2019 年 2014—2018 年 2015—2018 年

　 注:模型 XVII 为截取了 2014—2019 年政策实施阶段的估计结果,模型 XVIII 为截取了 2015—2019 年政策实施阶段的估计结果,模型 XIX 为
截取了 2014—2018 年政策实施阶段的估计结果,模型 XX 为截取了 2015—2018 年政策实施阶段的估计结果;括号内为标准误;∗∗∗ 、∗∗ 和∗ 分
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济形势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在全样本的基

础上剔除 2018 年的观测值,以排除 2018 年经济形势对

企业服务绩效产生的特殊影响,如模型 XXII 所示,交
互项系数 Policy 为 2. 127,显著为正,结果仍然十分稳

健,经济形势的特殊性并未推翻基本回归结论。
第五,对样本企业所处的地理区位进行检验。 本

文所选取的样本企业涉及浙江省全部 11 个地级市,既
有来自杭州市、宁波市这样的新一线城市,又有来自丽

水市、舟山市等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考虑到这种经济

区位上的优势可能会扩大试点政策对企业服务绩效的

影响,剔除所在地为杭州的样本企业(模型 XXIII),以
及所在地为杭州和宁波的样本企业(模型 XXIV),分别

进行稳定性检验。 从表 11 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交
互项 Policy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理区或位经济优势

并不妨碍本文基本结论的成立。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浙江省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的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本文验证了预期的假设。
首先,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对于试点制造企业的服务绩效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服务型制造试点

企业的声誉得到了显著提高,供应商和客户企业对试点企业的信心明显增强,企业供给体系日益优化,在行

业内的影响力显著增强,服务绩效得到持续提升。 此外,浙江政府通过制定《浙江省服务型制造工程实施意

见》等配套政策,在人才政策、金融政策、财税政策和创新政策等多方位对试点企业进行直接扶持,进一步促

进了制造企业的服务绩效。
其次,本文还对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与制造企业服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做了动态影响效应检验。 研究发

现,随着试点政策的深入实施,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对制造企业服务绩效的影响在时间效应上趋于强化。
通过对浙江省服务型制造支持政策进行持续观察,发现自 2017 年开始实施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后,在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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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稳健性检验五:
 

划分地理区位

变量 模型 XXIII 模型 XXIV
Policy 0. 763∗∗(1. 299) 1. 048∗(1. 423)
Roe -1. 427(1. 358) 0. 156(1. 410)

Leverage 1. 022(1. 235) 3. 456∗∗(1. 359)
lnSize 0. 919∗∗∗(0. 220) 1. 151∗∗∗(0. 336)
Age 0. 016(0. 038) 0. 037(0. 043)
RnD -2. 130∗∗∗(5. 990) -5. 390∗(2. 980)

Ownership 0. 211(0. 606) -0. 468(0. 594)
Constant -12. 760∗∗∗(4. 572) -22. 030∗∗∗(7. 126)

R2 0. 142 0. 158
样本数 1005 733

年份虚拟 是 是

城市虚拟 是 是

样本控制 剔除杭州企业 剔除杭州、宁波企业

　 注:模型 XXIII 为剔除了企业所在地为杭州的样本的估计结果,
模型 XXIV 为剔除了企业所在地为杭州和宁波的样本的估计结果;
括号内为标准误;∗∗∗ 、∗∗ 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
显著。

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通过向专家、试点企业

等社会多方寻求意见,努力做到政策的持续优化,充分

发挥政策对企业的扶持作用,使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

的效用得到充分发挥。 总的来说,制造企业进行服务

化转型,容易陷入高投入、低预期回报的 “服务化困

境” [3] 。 当前研究更多聚焦企业内外部因素,以期解构

服务化与绩效间复杂关系,较少关注产业政策对制造

企业服务化行为及其经济效应的影响[12] 。 最新研究主

要关注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13] 、增值税改革等并非

特定于促进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产业政策对制造企

业服务化的影响[14-15] 。 而本文关注的服务型制造试点

政策是针对中国服务型制造发展存在的问题,通过遴

选与支持试点企业进行实践探索与经验总结的先导性

产业政策,与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实践具有更高的

匹配性。 因此,本文的研究发现强调了对服务型制造

试点政策实施效果,以及政策实施的动态效应的检验

的重要性,进一步丰富了产业政策、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相关的研究。
(二)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应持续完善与推广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推动服务型制造发展,具体政策建议

如下:
第一,持续推进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深入实施,不断完善服务型制造政策体系。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使

政策帮扶更加具有针对性,切实解决制造企业在服务化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于开发,为企业转型提供技术支持[43] ;不断优化试点企业的评选程序和评选指标,使评选出的试点企业更

具有代表性。 同时,加强对现有试点企业的跟踪服务,对现有的示范企业按时开展评估工作。 对于不符合

后续评估标准的试点企业,应及时给予撤销,以保障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的引领作用,试点企业的标杆作用。
第二,要充分发挥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对企业声誉的建设作用,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除

了在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网站 / 公众号上进行试点企业的名单公示外,后续还可以通过专访、案例集等方

式对企业进行宣传报道,进一步增加试点企业的知名度[44] ;更好地促进标杆企业的示范作用,获得客户、供
应商、投资者等众多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与支持,顺利推动服务型制造成功转型。

第三,注重试点政策的可推广性和可复制性,充分发挥试点政策对于服务型制造商业模式扩散的促进

作用,帮助制造商成功实现服务化转型升级。 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既要把握政策制定原则的统一

性,又要讲究政策具体落实方式、方法上的差异性,充分考察每一试点企业的独特性;总结实施过程中的共

性,因地制宜,不断扩大试点政策的应用范围,建立一个可以广泛推广的政策体系。
(三)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所收集到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仅来自试点企业中所涉及的行业,行业的整体

分类较为粗糙,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否适用于更加细分的制造行业有待进一步证实。 可根据浙江省经信委后

续公布的试点企业名单进行持续跟踪,对本文提出的研究结论进行验证与不断深化。
第二,本文在考察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时,只对试点政策的声誉效应进行了理论分

析,未来研究可以对声誉效应进行定量的测量与评估,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声誉在试点政策与企业服务绩

效中的中介作用,探明内在影响机制。
第三,本文仅关注了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对制造企业服务绩效的影响,绩效只是衡量政策效果的众多

指标之一,政策效果的评估还要考虑其产生的社会效益、可持续发展等其他方面。 可以在此基础上采用其

他方法分析服务型制造试点政策促进制造企业多元绩效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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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rvitization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stat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ilot
 

work
 

of
 

servitization
  

and
 

promote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ervitization.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l
 

factors
 

and
 

external
 

market
 

factors
 

on
 

the
 

service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but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promoting
 

role
 

of
 

pilot
 

policy
 

factors.
  

Based
 

on
 

the
 

list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batch
 

of
 

servitization
 

pilot
 

enterprises
 

published
 

by
 

Zhejiang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2017
 

and
 

2018
 

respectively,
  

panel
 

data
 

of
 

200
 

list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with
 

service
 

characteristics
 

in
 

Zhejiang
 

Province,
  

including
 

pilot
 

enterprises,
  

were
 

selected
 

from
 

2013
 

to
 

2019.
  

The
 

influence
 

of
 

servitization
 

pilot
 

policy
 

on
 

enterprise
 

service
 

performance
 

is
 

tested
 

by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method.
 

It
 

is
 

foun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pilot
 

poli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service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theoretically,
  

the
 

enterprise
 

reputation
 

brought
 

by
 

the
 

pilot
 

may
 

further
 

enhance
 

this
 

improvement
 

effect.
  

In
 

addition,
  

the
 

impact
 

of
 

pilot
 

policies
 

on
 

service
 

performance
 

is
 

characterized
 

by
 

heterogeneity,
  

and
 

its
 

net
 

impact
 

increases
 

with
 

the
 

continuation
 

of
 

pilot
 

policies.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is
 

that
 

from
 

the
 

first
 

year
 

of
 

the
 

pilot
 

to
 

the
 

third
 

year
 

of
 

the
 

pilot,
  

the
 

improvement
 

speed
 

of
 

enterprise
 

service
 

performance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servitization
 

pilot
 

policy
 

in
 

Zhejiang
 

Province
 

has
 

been
 

effectively
 

verified,
  

which
 

provides
 

inspiration
 

for
 

the
 

formul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ervitization
 

pilot
 

policy
 

in
 

China.
 

Keywords:
      

servitization;
 

pilot
 

policies;
 

service
 

performanc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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